
第10卷 第1期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Vol.10,No.1
2025年1月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Jan
 

2025

“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女教师的
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及缓解㱛

史俊云,杜 屏,薛海平

[摘 要]“双减”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教师增负的担忧,其现实状况尚不清晰。基于工

作家庭冲突理论的视角,利用2021年9-11月对中部某省三个县市城关镇20所中

小学教师的调查数据,描述性分析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女教师工作时间

总量及结构均有所延长;进一步根据工作资源保存理论构建回归模型分析发现,过

长的工作时间能够增进工作家庭冲突感知,其中工作总时间和行政管理时间对工作

家庭冲突感知具有显著影响;组织资源支持能够缓冲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感知

的影响,但整体效果有限。结果表明,“双减”政策实施背景下女教师的工作和家庭

角色调适面临挑战,组织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缓解冲突的作用,进而从组织管理

角度提出了缓解女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的建议。

[关键词]“双减”政策;中小学女教师;工作时间;工作家庭冲突

一、引言

在快速社会,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已成为现代职业女性普遍面临的挑战,

中小学女教师群体亦不例外。受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女性通常被视为家

庭责任的承担主体,而教师职业因其在养育和教育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往往

被认为具有“家庭友好型”特征(Cinamon
 

and
 

Rich,2005)。然而,在实际工

作场景中,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角色正变得日益复杂和多元。随着工作领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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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情绪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这种压力可能会溢出至家庭领域,特别是

对于女性而言。工作角色延展的同时,家庭照料责任并未简化,女性在有限

的时间和精力中,往往难以同时满足称职教师、孝顺子女或尽责父母等多重

角色的要求,进而可能会加剧工作家庭冲突感知(谢菊兰等,2015)。

社会和教育领域的变革是教师工作持续增压的主要来源之一。2021年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政策旨在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的双重负担,但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

求,延展教师工作职责也可能增加教师的工作时间,并导致教师角色负担超

重现象更为突出,进而可能会加剧其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特别是对于女教

师而言。已有研究表明,中小学教师普遍面临着工作家庭冲突,这种冲突不

仅对教师自身,还会对其家人和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吴明霞等,

2010),其中女性更容易受到工作家庭冲突的负面影响(常亚慧和胡叶雯,

2022)。当前政策背景下,女教师如何调适其工作和家庭角色的矛盾已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然而,教师工作职责增加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具体影响及其机

制,以及如何缓解这一冲突,仍需进一步研究。

有效地平衡工作和家庭,不仅是释放女性潜能、维护其身心健康的重要

途径,也是推动教师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研究以中小学女教师为研究

对象,聚焦“双减”政策实施后教师工作时间的变动趋势,探讨工作时间总量

及其结构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并进一步挖掘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的可能路

径。旨在更深入理解“双减”政策对教师工作生活平衡的影响,并为减轻教师

工作负担、稳定教师队伍及提升教师生活质量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工作家庭冲突一直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议题。已有研究

从不同视角探讨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及后果,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与

研究思路。

(一)工作时间和工作家庭冲突

从理论上看,工作和家庭是具有角色边界的独立领域。当某一个领域的

角色要求过度拓展,以至于出现边界的变化或者移动,意味着工作家庭冲突

的出现(Greenhaus
 

and
 

Beutell,1985)。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角色规范和责任

常存在不兼容性,某一领域的责任会干扰或负面溢出到另一领域。不同角色

边界的 渗 透 性、灵 活 性 以 及 边 界 强 度 不 同(Clark,2000;Fron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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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当工作领域的边界较强而家庭领域边界较弱,工作角色的扩展会挤压

家庭边界,可能导致工作干扰家庭;反之,当家庭领域的边界较强时,家庭

需求的增加可能增加家庭干扰工作感知(林忠等,2013)。

我国深受儒家思想和集体主义文化影响,工作优先的行为规范塑造了工

作和家庭边界的非对称渗透性特征,即工作领域的要求更容易突破边界干扰

家庭,而冲突的后果多由个人和家庭承担(刘云香和朱亚鹏,2013;吴明霞

等,2010)。已有研究表明,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角色要求和资源支持均会影响

工作家庭冲突感知(Luk
 

and
 

Shaffer,2005;张春泥和史海钧,2019)。然而,

这种影响的强度因领域而异,其中工作领域的变量与工作干扰家庭关联更强,

而家庭领域的变量与家庭干扰工作的关联紧密(Byron,2005)。在中国家庭

导向的集体文化场景中,员工努力工作的核心目标通常是为家庭创造更好的

物质条件,这使得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更加模糊(金家飞等,2014)。对于女性,

工作角色要求更容易强化其冲突感知,因为她们更可能优先考虑家庭照顾需

求(Erdogan
 

et
 

al.,2021),这一现象在有子女的女性中尤为明显。

工作时间是诱发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其影响机制尚存在分

歧(Pak
 

et
 

al.,2022)。工作任务不仅决定角色资源的分配,还可能导致时

间、压力和行为等多类型的角色冲突(郑兴山等,2023)。一方面时间资源具

有稀缺性,工作领域的过度消耗会妨碍其家庭需求的满足(Matthews
 

et
 

al.,

2014;林忠等,2013);另一方面,长时间工作可能引发疲惫和情绪耗竭,从

而干扰家庭角色的履行(Pluut
 

et
 

al.,2018)。换言之,工作领域的时间资源

损耗可能会引发“螺旋损耗”,工作任务带来的身心透支不仅影响工作表现,

还可能延续至家庭,如疲惫的情绪和尚未完成的工作任务会被带回家庭,从

而加剧冲突感知(韩志伟等,2024;李爱梅等,2015)。

尽管如此,适度的工作时间长度以及灵活的时间安排有助于缓解工作家

庭冲突感知(Cinamon
 

and
 

Rich,2005)。合理分配时间资源可增强劳动者对

压力的应对能力,帮助其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意义感,从而降低对冲突的

认知(Sturges,2013)。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工作总时间正向预测中小学女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感知,即工

作总时间越长,工作家庭冲突感知越明显。

教师工作压力的来源多元,工作是否“适量”以及“应当”是判别负荷的关

键(龙宝新和周莎,2022),其中超出角色职业预期或范围边界的任务是普遍

认同的压力源(张少峰等,2022)。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当前与教学不相

关的任务,如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等消耗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构成了

工作负担的主要来源(董辉等,2022)。与此同时,受现代社会加速和效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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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理念的影响,教学、行政、社会等多任务的交叉处理和频繁切换在挤压教

师自主发展时间的同时也加剧个体的时间恐慌,滋生其负面情绪感知(赵彧和

傅维利,2022)。但也有研究表明教学实践时间同样会加剧教师的工作家庭冲

突,而照顾学生生活的时间有助于缓解冲突,专业发展和行政管理时间不具

有显著影响(周深几等,2023)。关于不同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关系的研究结

论并不一致,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2.1:教学时间不会增进中小学女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感知。

假设2.2:专业发展时间不会增进中小学女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感知。

假设2.3:行政管理时间正向预测中小学女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感知。

(二)工作资源的调节作用

实践场景以及学术研究中关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缓解并未得到有效的重

视,其调控路径尚不清晰。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工作常被视为服务

于家庭需求的手段,员工在工作中的努力被看作为了家庭整体利益而做出

的牺牲,家庭成员也因此提供支持(Spector
 

et
 

al.,2007)。实践中,工作对

家庭的冲突似乎已成为员工以及组织管理者的共识,甚至被视为一种“美德”。

对此,组织通常更倾向采用奖励予以补偿,或是通过道德教育进行内化,而

非主动予以缓解(Xiao
 

and
 

Cooke,2012)。学术研究集中关注前因变量对工

作家庭冲突的缓解作用,但因其干预效果有限,学者开始转向对调节变量的

研究,其中组织资源作为来自工作领域的支持,或许是有效的调控手段(林忠

等,2013)。

针对这一问题,工作资源的“缓冲假设”为研究工作家庭冲突的调控路径

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根据这一假设,充足的工作资源作为外部支持,可削

弱工作要求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作为内部动机能够激发个体的工作投入

热情,进而调节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Bakker
 

et
 

al.,2011)。此

外,依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可划分为自身性、工具性、条件性和能源性等

不同类型,个体倾向于获取并维持资源以应对压力,资源的积累具有递增效

应,拥有更多资源的个体能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资源损失的打击(Hobfoll,

1989)。因此,从理论上看,充足的工作资源不仅能缓冲压力,还能通过资源

的增值效应进一步增强个体的适应能力。

理论假设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已有研究表明工作资源能有效缓解

工作超负荷对工作家庭冲突的不利影响(Bakker
 

et
 

al.,2011)。我国工作家

庭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焦虑”,是经济需要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当前

城市家庭经济压力普遍较大,同时养老育幼的负担也较重,获得更多的经济

收入仍是工作的首要目的,也是解决工作家庭冲突的第一要务(刘云香和朱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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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2013)。从组织层面上看,物质报酬、自主性和荣誉等资源的提供,可以

帮助员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需求,从而获得家庭的理解和支持,降低工

作家庭冲突感知(马丽和马梦媛,2019)。此外,主管支持和参与决策等工作

资源能够增进员工的归属感和对组织的承诺,从而缓解负面情绪的产生(De
 

Carlo
 

et
 

al.,2019)。然而,并非所有工作资源都具有有效缓冲作用,组织资

源的支持效果在某些情境下可能也不尽如人意(李爱梅等,2015)。资源的缓

冲作用需以组织环境的充足支持为前提,员工只有在自由支配资源以实现工

作和家庭领域目标的情况下,资源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Lapierre
 

et
 

al.,

2018)。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组织资源对于中小学女教师工作时间和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具

有负向调节作用,即组织资源越丰富,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越弱。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为及时了解“双减”政策下教师工作时间的变动及其工作感受,选

取案例学校进行调查,于2021年9-11月在中部某省三个县市城关镇的13所

小学和7所初中对教师分别进行整群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教师的基本背景

信息及其教育教学的实践和心理特征等,采用问卷星发放线上问卷,共计回收

教师问卷596份,其中女性教师有效样本516份。具体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赋值 频数 变量 赋值 频数

生育状况

0=未生育 98 教龄 1=5年及以下 109

1=生育一孩 247 2=6-15年 132

2=生育多孩 171 3=15年以上 275

学段
0=小学 395 行政兼职 0=没有行政兼职 431

1=初中 121 1=有行政兼职 85

班主任
0=不是班主任 301 学科 0=副科 102

1=是班主任 215 1=主科 414

(二)变量选取

因变量为工作家庭冲突。借鉴Netemeyer等人(1996)开发的量表,选取

工作干扰家庭量表,采用李克特4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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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5个题项,该变量被视为单一维度,测试题目为“我当前的工作与家庭生活

冲突”“大量的工作挤占我承担家庭责任的时间”“工作负荷让我无暇顾及原本

想在家里做的事”“我当前的工作压力阻碍我承担家庭责任”“为了很好地履行

工作职责,我不得不更改家庭活动计划”。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信度很好,工作家庭冲突得分由各题项加总求均值得到。

自变量为“双减”政策实施后的工作时间。问卷调查要求教师填写“双减”

政策实施前以及当前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配置状况,参考已有研究(OECD,

2021;李新翠,2021),工作时间结构具体包括教学时间(包括上课、备课时

间)、行政管理时间(包括批改作业和试卷、学生个别辅导、家长沟通、学校

管理和一般行政工作等时间)和专业发展时间(教研和培训活动等时间),工作

总时长由不同类别工作时间加总得到,单位是小时。

调节变量为组织资源。以往基于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对组织资源的调

查多基于个体的主观感知展开,而经济学对资源的测量多以客观指标代理,

本研究结合这两种观点,具体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1)工资薪酬,表征物

质回报,具体以实际月工资取对数表示,数值越大,资源越丰富;(2)决策

参与以“学校给教师提供主动参与学校决策的机会”“学校给父母提供主动参与

学校决策的机会”“学校给学生提供主动参与学校决策的机会”“学校形成了对

学校事宜责任共享的氛围”等4道题目测量,采取李克特4点计分,其中1=
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α系数为0.946,信度很好,采用因子分析提取

第一公因子方法计算得分,数值越大,资源越丰富;(3)专业协作以“我和同

事一起为学生修改教学主题”“我和同事一起分享教学经验”“我和同事一起讨

论改进课程和教学的方法”“我与同事参加会议,决定学校如何评估学生成绩

和课程”“我与同事参加会议,讨论学生的学习情况”等5道题目进行测量,采

取李克特5点计分,其中1=几乎不,5=总是,α系数为0.913,信度很好,

采用因子分析提取第一公因子方法计算得分,数值越大,资源越丰富。

(二)模型构建

本研究构建学校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基

础模型设定如下:

WFCij=β0+β1Xij+β2Hij+θs+εij (1)

其中,WFC 为工作家庭冲突;X 为控制变量;H 为教师的工作时间长

度;i为教师个体,j 为学校,β0 为截距,㠷ij为误差项。考虑到学校层面的

遗漏变量问题,加入θs 以学校固定效应予以控制。

本研究采用截面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由此本研

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从而使样本数据模拟随机实验的结果,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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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准确的估计结果。具体操作方法是依据工作时间长度将教师划分为两类

群体,将工作时间长度低于均值的样本赋值为0,定义为控制组,将工作时

间长度高于均值的样本赋值为1,定义为处理组,构建logit模型计算倾向得

分值,采用近邻匹配、核匹配等方法进行匹配,对匹配之后的结果进行回归,

从而考察两类群体的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差异。

为进一步考察组织资源支持在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将组织资源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中,具体如下:

WFCij=β0+β1Xij+β2Hij+β3Wij+β4Hij*Wij+θs+εij (2)

其中W 为调节变量,其他变量解释同上。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双减”政策对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内容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

工作总时间及其配置结构是教师工作负担和工作要求的量化表征。研究对“双

减”政策实施前后教师的工作时间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双减”政策实施之后中

小学女教师工作总时间以及教学、行政管理和专业发展时间均显著延长。
表2 “双减”政策实施前后教师工作时间配置状况

“双减”后 “双减”前 均值差异

教学时间 19.74 18.15 1.59**

行政管理时间 19.47 16.58 2.89***

专业发展时间 5.43 4.86 0.57**

工作总时间 48.63 42.79 5.84***

注:*p<0.1,**p<0.05,***p<0.01。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表明(限于篇幅未展示),工作时间变量均与工作家庭

冲突正相关,其中工作总时间、教学时间、行政管理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具

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从组织资源来看,工资薪酬和专业协作与工作家庭冲突

正相关,决策参与和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

(二)工作时间和工作家庭冲突

1.基础回归

如表3所示,模型(1)结果表明,“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女教师的工作

总时间显著增进了其工作家庭冲突感知,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进一步从工



118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2025年

作时间结构来看,模型(2)、(3)和(4)表明教学时间、专业发展和行政管理时

间正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其中教学时间和专业发展时间不具有显著性,而

行政管理时间的作用显著,由此研究假设2.1、2.2和2.3得到验证。此外,

教师的特定角色特征塑造其工作家庭冲突的感知强度。从教师的家庭角色来

看,生育状况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感知具有显著影响,育有子女的教师工作家

庭冲突感知显著更高;从工作角色来看,班主任、初中学段的教师对工作家

庭冲突感知更为明显。

工作总时间和行政管理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显著增进影响,其原因

可能在于时间资源的“挤压效应”。“双减”政策背景下,女教师的工作总时

间普遍较长,其中行政管理时间显著提升,过长的工作时间压缩个体的休

息和家庭活动时间,导致女教师的生活时间短缺,进而加剧其生活时间贫

穷感知(郑兴山等,2023)。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发生了负面情绪“溢出效

应”,近年来教师工作职责拓展的同时工作重心出现偏移,教师职业“去技

能化”特征明显,教师的教育理想和信念被繁杂的行政和社会事务所消磨,

职业认同感和效能感降低,负担感知显著(董辉等,2022;龙宝新和周莎,

2022)。在中国文化场景中,工作和家庭边界具有非对称性,工作领域的负面

情绪更可能穿透边界渗透到家庭领域,从而加剧工作家庭冲突感知(许琪和戚

晶晶,2016)。
表3 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1) (2) (3) (4)

工作总时间 0.173*

(0.091)

教学时间 0.099

(0.068)

行政管理时间 0.175**

(0.076)

专业发展时间 0.079

(0.048)

生育状况 0.273** 0.274** 0.268** 0.265**

(0.107) (0.103) (0.118) (0.118)

教龄 -0.029 -0.031 -0.017 -0.009

(0.036) (0.038) (0.036) (0.038)

班主任 0.139*** 0.150*** 0.145*** 0.155***

(0.038) (0.032) (0.038)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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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行政兼职 0.157 0.167 0.141 0.152

(0.097) (0.098) (0.097) (0.095)

学科 -0.124 -0.087 -0.165 -0.106

(0.098) (0.098) (0.099) (0.098)

学段 1.089** 1.084** 1.105** 1.089**

(0.422) (0.392) (0.446) (0.416)

常数项 √ √ √ √

学校固定效应 √ √ √ √

N 502 504 511 513

R2 0.106 0.099 0.108 0.093

注:*p<0.1,**p<0.05,***p<0.01;工作时间变量均采用取对数的形式;括号内为学

校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2.稳健性分析

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予以处理。工作时

间作为连续型变量不适宜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分析,本研究结合工作时

间变量的样本分布特征,参考张抗私等(2018)和李玉青(2022)的做法将工作

时间由连续型变量转变为分类变量。基于模型(1),首先采用logit模型计算

倾向得分值,并使用最近邻匹配和核匹配方法对控制组和处理组进行配对,

在PSM消除样本偏差影响后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分别检验工作时间总量和结

构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表4表明,工作总时间和行政管理时间显著增进

工作家庭冲突,教学时间和专业发展时间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由此基础回

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基于PSM的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影响结果

系数 标准误 t p

工作总时间 0.176 0.094 1.87 0.077

教学时间 0.032 0.075 0.43 0.672

行政管理时间 0.232 0.009 2.55 0.019

专业发展时间 -0.011 0.060 -0.18 0.859

注:模型同时包含控制变量、学校固定效应和常数项,其中控制变量包括生育状况、
教龄、班主任、行政兼职、学科、学段;其余同表3。

进一步,研究对被解释变量和模型设定进行调整。结合工作家庭冲突变

量的分布特征,对其进行三等分处理,由连续变量转化为分类变量,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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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log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工作总时间和行政管理时间对工作

家庭冲突的显著增进作用。

此外,本研究剔除了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教师的样本。考虑到毕业

年级教师面临着升学压力,其工作时间投入可能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进而影

响分析的准确性。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表5 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有序logit模型)

有序logit模型

(1) (2) (3) (4)

剔除毕业年级教师样本

(5) (6) (7) (8)

工作总时间 0.396* 0.152*

(0.239) (0.084)

教学时间 0.192 0.067

(0.173) (0.069)

行政管理时间 0.430** 0.169**

(0.195) (0.063)

专业发展时间 0.223 0.077

(0.146) (0.058)

N 502 504 511 513 387 389 394 396

伪R2 0.060 0.056 0.061 0.056 0.135 0.125 0.140 0.126

注:同表4。

3.异质性分析

前述研究着重考察工作领域角色要求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家庭领域

的需求也是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关键变量。在现实生活中教师的家庭需求也

因养老和育儿责任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中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和家庭

结构转变的现实状况下(刘云香和朱亚鹏,2013),此外,家庭需求因个体生

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张琪和张琳,2018)。由此,本研究进一步考

察工作时间和工作家庭冲突影响的群体异质性,以女教师的家庭背景(以母亲

的户口状况为表征)、生育状况和年龄作为家庭领域角色要求的分类依据,异

质性分析结果见表6。

结果表明,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具体从家庭背

景来看,工作时间对优势家庭背景的女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影响不具有显著性,

弱势家庭背景的女教师受工作时间的影响整体较弱,但行政管理时间对其工

作家庭冲突感知具有显著增进作用。从育儿责任来看,已生育的女教师更容

易因工作时间的延长而感知到工作家庭冲突的加剧,而对于未生育的女教师

群体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从个体特征来看,35-45岁的中年女教师对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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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变动更具敏感性,其中工作总时间、行政管理时间和专业发展时间延长

能够显著增进其工作家庭冲突感知。

表6 工作时间和工作家庭冲突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Panel
 

A:家庭背景 Panel
 

B:生育状况 Panel
 

C:年龄

非农业

户口

农业

户口
未生育 已生育

35岁

以下

35-
45岁

46岁

以上

(1) (2) (3) (4) (5) (6) (7)

工作总时间 0.271 0.093 -0.039 0.224** 0.107 0.323** 0.061

(0.175) (0.069) (0.190) (0.093) (0.080) (0.131) (0.150)

N 194 305 96 406 186 202 114

R2 0.167 0.108 0.253 0.121 0.171 0.208 0.191

教学时间 0.184 0.026 -0.006 0.139* 0.053 0.201 0.070

(0.110) (0.072) (0.104) (0.074) (0.047) (0.116) (0.123)

N 195 306 96 408 186 204 114

R2 0.161 0.102 0.253 0.111 0.168 0.192 0.192

行政管理时间 0.200 0.148** -0.074 0.235*** 0.074 0.340*** 0.078

(0.147) (0.060) (0.163) (0.075) (0.096) (0.084) (0.138)

N 197 311 97 414 188 206 117

R2 0.152 0.115 0.253 0.125 0.166 0.221 0.191

专业发展时间 0.069 0.058 -0.046 0.106 0.015 0.175* 0.050

(0.100) (0.055) (0.226) (0.072) (0.113) (0.097) (0.065)

N 198 312 98 415 188 207 118

R2 0.133 0.103 0.244 0.097 0.163 0.172 0.185

注:同表5。

(三)何以缓解: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探索如何从组织层面缓解工作时间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问

题。本部分研究聚焦高冲突感知(工作家庭冲突得分>2)群体,其样本规模

较大,且分群组回归结果表明该群体对工作时间变动更为敏感。表7中模

型(1)(2)(3)结果表明,对于高冲突感知群体而言,在工作总时间和工作家

庭冲突之间,工资在其中具有一定强化作用,而决策参与和专业协作发挥

有限缓冲作用;模型(4)(5)(6)结果表明,在行政管理时间和工作家庭冲突

之间,专业协作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即专业协作水平越高,行政管理时间对

工作家庭冲突的增进作用越弱,工资和决策参与的调节作用仍相对有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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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假设3得到了部分验证。

工资薪酬的缓冲作用相对有限,这可能是因为当前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结

构并未体现多劳多得的理念,教师日益拓展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时间并未在工

资薪酬中体现出来(杜屏和刘斌,2020);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当前城市家庭

经济压力普遍较大,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仍是工作的首要目的(刘云香和朱亚

鹏,2013),由此 工 资 报 酬 能 够 换 取 家 人 的 支 持 和 理 解(Spector
 

et
 

al.,

2007),进而可能会强化工作角色对个体资源的占用。此外,与已有研究不

同(De
 

Carlo
 

et
 

al.,2019),决策参与在其中不具有有效缓冲作用,这可能是

由于在中国工作优先的情景下,劳动者面临冲突时更可能会转向家庭寻求支

持(郭学君等,2021);决策参与更多是在决策制定而非执行过程,基于我国

集体主义下组织决策的行为准则,当赋予决策参与权时,教师个体反而可能

会因为不确定而增加工作压力(梁文艳,2020)。
表7 组织资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家庭冲突中的调节作用

(1) (2) (3) (4) (5) (6)

工作总时间 -0.779 0.159*** 0.145**

(0.601) (0.053) (0.055)

行政管理时间 -0.104 0.152*** 0.141***

(0.755) (0.042) (0.044)

工资薪酬 -0.417 -0.086

(0.278) (0.295)

决策参与 0.246* 0.150

(0.131) (0.125)

专业协作 0.139 0.189***

(0.104) (0.062)

工作总时间*工资 0.115

(0.076)

工作总时间*决策参与 -0.049

(0.039)

工作总时间*专业协作 -0.024

(0.028)

行政管理时间*工资 0.031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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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5) (6)

行政管理时间*决策参与 -0.031

(0.045)

行政管理时间*专业协作 -0.049**

(0.023)

N 388 389 389 397 398 398

R2 0.114 0.129 0.124 0.109 0.124 0.124

注:同表6。

五、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双减”政策推动教育主阵地回归学校,课后延时服务、提效增质等措施

对教师工作提出新要求,本研究对县市城关镇学校的教师工作现状进行调查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双减”政策实施背景下,中小学女教师工作时间总量及结构均有

所增加,且这种变动增进了她们的工作家庭冲突感知。与已有研究一致

(Teng
 

et
 

al.,2024),政策实施后,工作领域职责要求的强化进一步占用了

教师的时间资源,进而加剧了工作家庭冲突感知。具体而言,工作总时间显

著增进了工作家庭冲突感知;工作时间不同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周深几等,

2023),其中行政管理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感知具有显著增进作用。这是由于

教师职业被赋予厚重的道德角色期待,尤其是女教师在承担繁重工作任务的

同时,家庭责任并未得到相应简化(郭学君等,2021)。教师日常工作涉及行

政和社会事务,这些任务通常与教学本职工作不相关且不直接体现在工资报

酬中,不仅占用教师的时间资源,还可能导致教师身心的额外消耗,并伴随

负面情绪的溢出(董辉等,2022;张少峰等,2022),加剧教师工作的“去技能

化”感知(龙宝新和周莎,2022),由此增进女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感知。

第二,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预测作用存在异质性,特别是对于具

有特定家庭责任的群体影响更为显著。对于35-45岁、已育的女教师而言,

工作时间的增加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中国社会的养老和育

儿责任多由家庭承担,从家庭内部分工来看,女性通常是这些家庭责任的承

担主体(张春泥和史海钧,2019)。35-45岁是女性教师职业发展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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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育儿的黄金时间,在这一阶段工作和家庭角色之间的频繁切换会加

重女教师的身心负担,并更可能伴随着对家庭责任缺失的愧疚(常亚慧和胡叶

雯,2022)。对于有孩子的女教师而言,家庭照料的责任更为厚重,时间资源

更显稀缺,由此工作领域要求的增加更容易增进其冲突感知(邓林园等,

2023;刘云香和朱亚鹏,2013)。

第三,组织层面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缓解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专业协作在其中发挥“缓冲器”作用。对于女教师而言,较高的专业协作水平

能有效削弱非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感知的影响,而工资薪酬和决策参与

的缓冲作用相对有限。这可能是由于教师的非教学工作任务主要是受学生数

量的影响(秦玉友等,2017),其转化为负担的根源在于大班额问题以及教辅

和行政人员短缺所导致的师资配置结构性失衡(张倩,2022)。由此,良好的

专业协作体系能够分解一线教师的工作量并提供积极的情感支持,从而有助

于调节工作家庭冲突感知。总体而言,当前组织资源的缓冲作用仍然有限,

决策参与和工资薪酬等组织资源尚未发挥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一方面可能是

由于组织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组织并未建立起足够有效的支持

环境,以协助教师实现工作家庭平衡(Lapierre
 

et
 

al.,2018)。

(二)建议

首先,强化制度保障,规范教师工作时间。优化绩效考评和职称评审体

系,充分考虑女性婚育期和职业发展阶段的冲突,制定灵活的考评方案,突

出公平性和科学性,通过制度设计减少因婚育而带来的职业发展不平等;规划

教师工作职责和时间安排,明确教师核心职责,避免工作职责过度泛化,对社

会事务和行政事务进校园予以规范;非教学时间内实行轮流值班和弹性坐班制

度,配备足够的教辅人员并提供部分课后延时服务;减少非工作时间连通的要

求,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体制明确工作时间边界,保障教师的家庭生活和自主

发展时间;建立“时间银行”制度,允许教师通过时间储蓄来平衡工作与家庭。

其次,为教师赋权增能,优化工作资源配置。增强教师的专业协作体系

与团队建设,促进教师间资源共享和经验交流,针对中青年女教师提供专门

的专业发展支持;赋予基层教师特别是女教师更多参与学校事务决策的机会,

提高女性在管理岗位的比例,增强教师在专业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参与度;改

善教师薪资待遇,为教师提供具有外部竞争力和内部公平性的薪资水平,保

障教师更有尊严、体面的工作;突出人文关怀,充分发挥教师工会作用,主

动关注教师特别是女教师生活和工作中的现实困难和压力,通过团队协作、

心理辅导等多种形式提供支持,帮助教师缓解工作负担。

最后,完善家庭支持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女教师在平衡职业发展与家



第1期 “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女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及缓解 125  

庭责任方面面临更多挑战,需要社会和家庭协同支持,加强舆论引导,鼓励

性别平等的家庭照料参与,共建性别平等的文化氛围;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

系,推进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普及建设,有条件的单位可设置母婴室、儿童

托管中心等,为教师提供直接支持;优化教师福利政策,完善家庭友好支持

政策,包括生育津贴、育儿假等,探索针对女教师的职业发展支持计划,为

女教师提供更有保障的职业环境。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具体体现在样本并非随机调查,研究对象的

代表性较为有限。研究主要通过对案例学校的调查分析,旨在及时回应“双
减”政策实施之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作时间的变动以及感受,从而为政策实

施提供参考,由此样本的代表性受到一定限制,未来研究有待扩大样本范围。

此外,本研究采用了横截面数据,缺乏对工作家庭冲突变量的纵向追踪分析,

未来有待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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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reduction”
 

policy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teachers
 

increased
 

workload,while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remain
 

unclear.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work-family
 

conflict
 

theory,this
 

paper
 

uses
 

the
 

survey
 

data
 

of
 

20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ree
 

counties
 

and
 

cities
 

in
 

a
 

central
 

province,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21,and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show
 

that,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both
 

the
 

total
 

working
 

hours
 

and
 

the
 

work
 

structure
 

of
 

female
 

primary
 

and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ave
 

increased.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the
 

regression
 

results
 

found
 

that
 

excessive
 

working
 

hours
 

can
 

intensify
 

the
 

perception
 

of
 

work-family
 

conflict,in
 

which
 

the
 

total
 

working
 

hours
 

and
 

administrative
 

hours
 

have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effect;organizational
 

resource
 

support
 

can
 

buffer
 

the
 

effect
 

of
 

working
 

hours
 

on
 

the
 

perception
 

of
 

work-family
 

conflict,but
 

the
 

overall
 

effect
 

is
 

limited.This
 

research
 

underscores
 

the
 

challenges
 

female
 

teacher
 

face
 

in
 

balancing
 

their
 

work
 

and
 

family
 

roles.Based
 

on
 

these
 

findings,the
 

study
 

also
 

proposes
 

suggestions
 

from
 

a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perspective
 

to
 

alleviate
 

work-family
 

conflict
 

for
 

femal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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